
 

 1 

江苏污水处理差别定价政策对地表水质的影响 

——基于合成控制法的研究 

郝枫 杨丹丹 孙梦迪
1
 

(天津财经大学 统计学院，天津 300222) 

【摘 要】：近年来,我国工业污水排放量持续增长、水污染事件频发,对生态环境和居民健康造成严重危害。为

扭转这一局面,各级政府相继出台众多环保政策。利用 2013～2016 年周度省级面板数据,选取高锰酸盐(CODMn)、溶

解氧(DO)、氨氮(NH3)等 3 类单项指标,基于合成控制法(SCM)评价江苏省污水处理差别定价政策的效果,并借助熵权

法构建综合指标以评价其综合效应。研究发现:政策实施后,江苏省地表水质整体上取得明显改善;溶解氧指标提高,

表明地表水体自净能力显著提升;但由于不易监管,以高锰酸盐和氨氮衡量的地表水体富营养化反而有所恶化。为确

保实现预期目标,政策制定及动态调整必须保证激励约束相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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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水污染情况不断加重。工业污水排放规模迅速扩张,导致我国内陆水域遭受大面积污染。工

业污水使地表水体金属含量超标,直接危害居民健康。污水所含化学成分造成地表水体富营养化,也使生物多样性遭到破坏。面

对严峻的水污染形势,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治理刻不容缓。 

作为经济发达的水资源大省,江苏的工业生产与城市化发展迅速,工业污水和生活污水排放量持续攀升。根据中国环境监测

总站发布的水质周报,2014 年江苏省长江流域、淮河流域及内陆湖泊主要干流断面水质均为Ⅱ类及以下。2016 年初统计结果显

示,江苏省水污染超标断面数量居高不下,水质变化趋势不容乐观。 

为扭转水污染问题,江苏省一方面积极落实环保部出台的水污染防治行动专项计划,同时率先实行污水处理差别定价政策。

2016 年 2 月 3 日,江苏省环境保护厅下发《江苏省污水处理费征收使用管理实施办法》。按照“污染者付费、多排污多付费”原

则,鼓励有条件地区逐步按照企业环保信用评级分档制定收费标准,并建立动态调整机制1。本文力图对江苏污水处理差别定价的

政策效果进行量化评估,为水污染治理政策的优化与推广提供参考。 

随着环境污染问题加剧及政府治理成本攀升,污染危害及治理问题受到众多学者高度关注。已有文献,主要集中于讨论污染

危害、污染治理及政策评估等 3大方面。首先,大量研究聚焦于污染对人体健康的危害。美国学者 Dominici 等
[1]
利用准实验(QE)

方法研究美国居民身体状况与空气中颗粒物(PM)的关系,发现 PM会缩短居民寿命并提高患病率。Chen等[2]采用相同方法,发现中

国北方集中供暖政策显著增加了总悬浮颗粒物(TSPs)浓度,造成 5 亿居民预期寿命损失总量超过 25 亿年。此外,Ebenstein 等[3]

发现经济高速增长对居民健康有较大改善作用,但这一有利影响却被污染的负效应所抵消。 

                                                        
1作者简介：郝枫(1979-),男,博士,教授,博导,主要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统计分析.E-mail:hbhjhf@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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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鉴于此,大批学者分别从生物化学治理、生产效率和政策体制等视角,就污染治理进行专题讨论。生物化学治理方面,种云

霄等[4]研究了大型水生植物的生态功能及其在水污染治理中的积极作用。生产效率方面,石敏俊等[5]考察工业污水排放空间格局

及演变趋势,发现 2005～2010 年纸制品生产加工业技术进步对高锰酸盐减排贡献最大,尤以西部地区最为突出;谢晓敏等
[6]
用一

维断面控制模型核算了水体中化学含氧量的理想容量,进而估算相应的剩余容量。政策体制方面,污染治理机制的弊端受到广泛

讨论。要解决此类问题,应建立部门间污染治理的联防联动机制以提高污染治理效率;同时应积极完善具体治理机制和手段[7～10]。 

为检验污染治理政策的有效性,若干文献基于多类评估方法对污染治理政策效应进行评估。马军杰等[11]通过回归模型对《水

污染防治法》的政策效应进行计量经济分析,指出其确实对水污染防治起到积极作用。然而,采用传统回归分析方法进行政策评

估,无法将混杂因素排除在外,且经常遭遇内生性问题,往往造成估计偏误。因此,一系列现代因果推断方法广泛应用于各类政策

效应评估。石庆玲等
[12]
使用断点回归(RD)对 27 个被环保部约谈城市的 AQI 等指标进行分析,发现约谈原因包含空气污染等因素

时,约谈对空气质量有改善效果。然而 RD 利用边界推断因果,对断点附近控制组与干预组的连续性假设较为严苛,制约了该方法

的应用。由 Card 等[13]提出的双重差分法(DID),不仅能有效避免遗漏变量偏误、且原理简单易懂,自提出后被广泛应用于各类政

策效应评估[14]。但 DID 控制组的选择并非随机,相应的内生性造成模型估计结果偏误[15]。相比之下,Abadie 等[16]提出的合成控制

法(SCM)基于实际数据确定合成控制组最优权重,可有效消除由个体间系统性差异造成的估计偏误,成为当前政策效应评估的热

门方法。目前,已有少数学者采用 SCM对我国环境治理政策效应进行实证研究
[17]
。 

综上可见,传统回归模型无法全面控制混杂因素产生的内生性问题。由于不受连续性和共同趋势假设制约,且可避免个体间

因存在系统性差异而导致的政策内生性,SCM 的适用范围比 DID 和 RD 更广泛。鉴于本文可用数据跨度较长,SCM 成为评估江苏省

污水处理差别定价政策实施效果的首选。 

1 研究方法 

1.1 理论模型 

下面简要梳理合成控制法的基本思想与主要步骤。 

1.1.1 基本思想 

假设一项政策从时刻 T0 起对某个体(干预组)产生影响,但对其他个体(控制组)无影响,且干预组与控制组之间无交互作用。

为评估政策效应,合成控制法给每个控制组个体赋予一个最佳权重,使加权平均得到的合成控制组与政策实施前的干预组高度相

似,据以界定政策冲击发生前二者之间的关系。假定前述关系具有稳定性,干预组如果未受政策影响,其仍将与合成控制组相似。

故合成控制组的事后结果可作为干预组反事实(counterfactual)结果的估计。干预组的政策效应,可由干预组与合成控制组事后

结果差异揭示。 

1.1.2 核心步骤 

设有N+1个个体,某个体在T0期受到政策影响,其他个体未受政策影响。Y1it表示个体i在t期如果受政策影响的潜在结果,Y0it

表示个体 i在 t期如果未受政策影响的潜在结果。从而,个体i的因果效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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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Dit表示个体 i在 t期的处理/干预状态。若个体 i(通常记为个体 1)在 t期受到政策影响,则 Dit=1;否则,其(个体 2至个体

N+1)取 0。个体 i在 t期的实际观测结果为: 

 

个体 i未受政策影响的反事实结果 Y0it无法直接观测,但可通过下式估计: 

 

δt表示对所有个体具有相同影响的因子,Zi是K×1维(不受政策影响的)可观测协变量向量,θt和λt分别为1×K维和 1×F

未知的时变系数向量,μi表示 F×1维不可观测的协变量向量,包括区域固定效应,εit是未观测的暂时性冲击。 

由控制组个体刻画干预组的反事实结果,首先需要确定控制组诸个体的权重。考虑一个 N×1 维非负权重向量 W=(w2,…,wN+1)

满足 w2+…+wN+1=1,每种 W代表一个特定的合成控制。为避免外推偏差,将权重限定为非负。对应的合成控制模型为: 

 

假设存在权重向量 w*=(w*
2,…,w*

N+1),使控制组与干预组满足以下关系: 

 

Abadie等[16]证明,如果 非奇异,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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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进而证明,若干预组受政策影响之前的时间段足够长,公式(6)趋于零。干预组的反事实结果可用合成控制组结果近似。进

而,政策效应可写作: 

 

1.1.3 安慰剂检验 

为判断政策效应的显著性,需要对合成控制结果进行检验。由于合成控制法在比较研究时涉及的个体数较少,采用大样本假

设检验方法并不合适。有鉴于此,Abadie 等[16]提出一种类似于置换检验(permutation test)的推断方法。可以分别从截面和时间

两方面,对估计结果进行安慰剂检验(placebo test)。 

个体安慰剂检验的原假设为政策效应不显著,即政策实施后未对干预组产生因果影响。其基本思路为:在控制组中随机抽取

某一个体作为伪干预组,假设其受到政策影响。同时,将干预组个体放入控制组,利用合成控制方法估计伪干预组的政策效应。由

此,每个控制组个体都可得到相应的政策效应估计结果,并进一步得到全部伪干预个体政策效应的分布。将真实干预组政策效应

放入伪干预组政策效应的分布中,观察真实干预组在整个分布中的位置。如果干预组处于分布的尾部(如尾部的 5%),则可有力拒

绝“政策没有影响”的原假设。 

时间安慰剂检验的基本思路相似。假设政策实施点被随机置换为实际政策实施前,由于所使用数据均为干预前信息,所有个

体都未受到影响。若此时利用合成控制法仍可得到显著的政策效应,则说明原有估计存在问题;反之,则验证了原有估计结果的有

效性。 

1.2 模型构建 

1.2.1 组别设定 

2016年2月3日,江苏省针对地表水体污染问题出台了污水处理差别定价政策。为研究该政策对江苏省地表水体产生的冲击,

将江苏省作为干预组。同时,设置控制组以刻画政策实施后干预组的反事实结果。选取控制组时,因港澳台地区经济体制差异较

大而不予考虑,西藏自治区则因数据缺失而放弃,最终将我国其他 29个省区纳入控制组。 

为确保合成江苏地表水质与真实江苏高度相似,选取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第一产业增加值、第二产

业增加值、污水处理财政支出等 5 项指标作为控制变量。以上指标可使控制组从经济实力、水污染程度和污染治理力度等三方

面对干预组进行全面模拟。同时,考虑到不同变量之间量纲差异较大,以上指标均作对数化处理。此外,本文还加入第 1 周

(2013/1/7)、第 28周(2013/8/4)等 9个滞后目标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1.2.2 变量选择 

为综合反映工业污水对地表水体的污染,参考《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SL395-2007)、环保部及江苏省环保厅水质月报和年

报的污染物项目指标,选取溶解氧(DO)、高锰酸盐(CODmn)、氨氮(NH3)等 3 项指标作为目标变量,据以反映工业污染对江苏省地表

水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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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解氧可有效反映水体的自净能力,是水生生物生存必不可少的条件。该指标取值越高,水体自净能力越强,表明水质越好。

溶解氧一方面来自于大气中氧气向水体渗入;另一方面源于水中植物通过光合作用释放的氧气。水体受有机物及还原性物质污染

时,会使水中溶解氧的浓度降低。 

高锰酸盐和氨氮指标是导致地表水体富营养化的主要化学污染物,其取值越高,水污染情况越严重。高锰酸盐指标测度水体

中可被高锰酸钾氧化的还原性物质总量,反映水体受化学污染物污染的程度。氨氮指标也是我国水污染物总量控制项目,反映水

体受含氮有机物的污染程度。其浓度较高时会导致鱼类大量死亡,对水生物危害很大[18]。氨氮除少量来自生活污水外,主要来自

燃料制备、化工、食品、毛纺等工业排放物。 

1.2.3 数据说明 

根据中国环境监测站水质周报,选取2013～2016 年期间江苏省全部监测断面作为干预组监测水位点。具体分布情况见表1。 

表 1江苏省(干预组)水质监测断面 

点位 所属市 点位 所属市 

盱眙淮河大桥 淮安 无锡沙渚 无锡 

泗洪大屈 宿迁 宜兴兰山嘴 无锡 

徐州李集桥 徐州 苏州西山 苏州 

徐州小红圈 徐州 邳州邳苍艾山西大桥 徐州 

连云港大兴桥 连云港 扬州三江营 扬州 

南京林山 南京 
  

 

为确保数据完整性和精度需要,采用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发布的各省区 2013～2016 年 178 个周度数据。在数据处理过程中,将

江苏省 11个监测水位点通过加权平均构建干预组;控制组当中,各省区指标则由该省区所含的水位监测点求均值得到。 

为明确揭示干预组与控制组的变化趋势差异,针对三项指标计算控制组与干预组结果的相关系数。发现高锰酸盐、溶解氧和

氨氮指数对应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0.36、-0.35 和 0.98。尽管干预组与控制组氨氮指数变化趋势高度相似,但其他两项指标相关性

很小,甚至负相关,明显违背 DID的共同趋势假设。使用 DID 估计政策效应,将导致估计结果偏误。合成控制法无需施加共同趋势

假设,据其评估江苏省污水处理差别定价政策效果具有明显优势。 

2 实证检验 

2.1 政策效应评估 

利用 2013～2016 年省级周度面板数据,使用合成控制方法,首先对高锰酸盐指标、溶解氧指标和氨氮指标等 3个目标变量分

别分析。 

2.1.1 单项指标政策效应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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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政策实施前江苏省的五项控制变量为依据,确定最优权重向量构造合成江苏。表 2给出合成江苏的入选省区及其权重。最

终入选的 6个省区中,福建权重最大,随后依次是贵州、江西、天津、广西、上海。在此权重之下,估计的均方预测误差仅为0.0016,

证明合成控制组预测精度较高。 

表 2合成江苏各省区权重 

省区 福建 贵州 江西 天津 广西 上海 

权重 0.721 0.076 0.071 0.059 0.039 0.034 

 

利用以上最优权重对 6省进行加权平均,即可得到合成江苏。表 3给出真实江苏与合成江苏在各种控制变量的数值比较。结

果表明,对全部 5 个控制变量,合成江苏结果与真实江苏均相当接近。可以认为,合成江苏是真实江苏良好刻画,能够有效模拟真

实江苏。 

表 3真实江苏与合成江苏控制变量结果比较 

控制变量 真实江苏 合成江苏 

人均 GDP 11.31 10.90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 10.79 9.49 

第一产业增加值 8.21 7.50 

第二产业增加值 10.33 9.27 

污水处理财政支出 11.46 11.31 

 

利用合成江苏模拟实际江苏未受政策影响时溶解氧指标的变化情况,结果见图 1。据其可以观察政策实施前后合成江苏与真

实江苏溶解氧指标的变化情况 2。政策实施前,实际江苏与真实江苏的变化趋势几乎完全重合。政策实施后,实际江苏的溶解氧指

标快速上升,合成江苏则呈先降后升趋势,且二者差距日益扩大。由于溶解氧指标对水污染而言是逆指标,以上结果表明政策实施

使水污染程度明显降低,水体自净能力得到显著改善。另需指出,政策效果并非立即显现,而是存在大约五周的滞后。 

采用相同方法,可利用合成江苏模拟实际江苏未受政策影响时另外两个指标的变化情况。图 2A 显示,政策实施前,合成江苏

与真实江苏的高锰酸盐变化趋势高度吻合;政策实施后,真实江苏高锰酸盐指标持续上升,合成江苏则呈下降趋势,二者差距越来

越大。这表明,政策实施非但未达到降低污染的目标,反而因地表水体高锰酸盐指标上升而加剧污染。图 2B 同样表明,实际江苏

的氨氮指标在政策实施后也显著高于合成江苏,说明政策实施并未降低水污染程度,反而加剧了地表水体的富营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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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真实江苏与合成江苏的溶解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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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A)真实江苏与合成江苏的高锰酸盐指标;(B)真实江苏与合成江苏的氨氮指标 

综上可知,污水处理差别定价政策确实对江苏省地表水质产生显著影响。但其对不同目标变量的影响方向不同,政策预期目

标远未完全实现。不出所料,政策实施有助于提高溶解氧指标,使地表水体自净能力得到改善,对降低地表水体污染产生积极影

响。但令人费解地是,政策实施后地表水体中高锰酸盐和氨氮等化学污染物反而明显上升,表明该政策对降低污染具有明显的

“负激励”。 

2.1.2 综合指标政策效应评估 

鉴于污水处理差别定价政策对各单项水质指标的影响不一致,采用熵权法将 3 类指标合成一个综合指标,进一步分析该政策

的整体效果。 

根据高锰酸盐(CODMn)、溶解氧(DO)及氨氮(NH3)的离散程度,熵权法确定的三者权重分别为 0.2898、0.5786、0.1316。溶解

氧对水质而言为正指标,高锰酸盐与氨氮则均为逆指标,故须对二者取值添加负号,三者合成的综合水质指标 Y属于正指标。采用

合成控制法对 Y进行分析,结果见图3。 

 

图 3真实江苏与合成江苏的综合水质指标 

图 3 表明,政策实施前,合成江苏与真实江苏综合水质指标变化趋势高度吻合;政策实施后,真实江苏水质综合水质指标显著

高于合成江苏、且二者差距随时间推移持续扩大。可见,污水处理差别定价政策明显提升了江苏省地表水体整体质量。 

2.2 安慰剂检验 

为确认上述结果的可靠性,分别对其进行个体安慰剂检验和时间安慰剂检验。 

首先做个体安慰剂检验。将控制组 29个省区分别作为伪干预组,逐一使用合成控制法评估其政策效应,得到所有伪干预组的

政策效应估计的分布。将江苏的政策效应放入 29 个省区政策效应分布中,据其所处位置判断政策对江苏省地表水质是否有真实

影响。仅以综合指标 Y为例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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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中,黑色粗实线给出江苏省综合水质指标 Y 的政策效应(其由图 3 中实际江苏减去合成江苏的差值测定)路径,灰色虚线

给出其余 29 个伪干预组政策效应分布。如有较多伪干预组政策效应路径与江苏接近,则表明江苏的水质变化难以归因于其污水

处理差别定价政策。结果显示,政策实施前与江苏相似、且政策实施后政策效应较强的路径仅有海南(黑色虚线标注)。在不存在

政策效应的原假设下,得到江苏政策效应的概率为 2/30=0.067,故在 10%显著水平可以拒绝原假设。对各单项指标采用相同检验

方法,均可在10%显著水平拒绝“政策对江苏省地表水质无影响”的原假设。 

 

图 4综合指标的个体安慰剂检验 

随后,通过随机置换政策实施时间对估计结果进行时间安慰剂检验。选取第110、120、130周分别作为伪干预时间进行合成

控制。 

图 5 展示了将政策实施点置换为第 110 周时合成江苏与真实江苏综合水质指标的变化:110 周后合成江苏与真实江苏仍极为

接近;直至政策实施的 140 周起,真实江苏才持续超过合成江苏且二者差距不断扩大。这有力表明,第 110 周时不存在政策效应,

针对第 120 和 130周所做检验均得到相同结论。针对各单项指标的时间安慰剂检验也强烈表明,仅在第140 周后才显著存在政策

效应。 

总之,个体安慰剂检验与时间安慰剂检验均有力表明,前文估计的政策效应真实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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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综合指标的时间安慰剂检验 

2.3 成因分析 

估计结果显示,江苏省污水处理差别定价政策对地表水质存在显著影响。政策实施后,江苏省地表水体溶解氧指标显著上升,

表明政策对提高地表水体的自净能力产生积极影响。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溶解氧指标具有较强可观测性,地表水体浑浊程度可直

观揭示溶解氧高低,故该项指标易于监测和监管。至于该指标改善的滞后现象,很可能与其自然生成机制有关。溶解氧主要由水

中藻类光合作用和其他水生生物的代谢物产生。由于近年来地表水体污染严重,水生生物种类和数量明显下降。根据 2016 年江

苏省环境状况年度公报,江苏省主要河流底栖动物物种多样性评价等级为“极其匮乏”到“一般”的测点比例高达 59.2%、主要

湖泊底栖动物物种多样性评价等级为“极其匮乏”到“一般”的测点比例 41.1%。水生生物数量不足导致溶解氧对政策反应不敏

感,政策实行之初地表水中溶解氧指标变化缓慢。 

至于高锰酸盐指标与氨氮指标在政策实施后显著上升(水质变差),除其可观测性较差导致更难监管外,还有如下两方面原

因。其一,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度不足。政策能否取得预期效果,关键在于地方政府是否严格贯彻执行。我国目前对环境管理体

制实行属地化管理,各级环保部门在环保政策制定及实施中易以当地政府意志为转移。例如,以排污费为代表的环境税费往往由

地方政府征收,迫于就业压力和财政压力等经济社会发展因素,地方政府征收排污费以减缓污染的动力往往遭到削弱,有时甚至

为追求增长与就业目标而默许企业超标排放。相较正常缴纳排污费的企业,受到庇护的本地企业相对生产成本降低,这间接鼓励

其扩大生产能力以获得更多利润。久而久之,污水排放力度相较政策实施前反而更大,并陷入恶性循环。其二,在污水处理差别定

价政策带来的高生产成本预期下,高污染企业为控制生产成本,可能寻找政府监测目标污染物的替代指标(如高锰酸盐指数、氮氧

化合物和工业氨氮),以在原有成本水平下将目标污染物排放控制在特定范围内。这种拆东墙补西墙之举,提高了地表水体中的高

锰酸盐指数和氨氮指数。 

政策实施对江苏省综合水质指标 Y 产生了明显的积极影响,表明溶解氧在 3 类分项指标中起主导作用。由熵权法权重可知,

尽管其主导作用部分源于不大的权重优势,但也真实反映了政策实施对水体自净能力有很强的提升作用,其改善效果足以抵消其

他两项指标的负向变化,导致江苏省综合水质整体呈明显的改善态势。 

3 结论与建议 

本文使用合成控制法,将全国 29 个省区作为控制组,选取溶解氧、高锰酸盐、氨氮等 3 项指标,针对江苏省污水处理差别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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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政策对地表水质的影响进行量化评估。 

研究发现: 

(1)污水处理差别定价政策显著提高了溶解氧指标,表明政策改善了江苏省地表水体自净能力,实现部分预期目标; 

(2)政策实施后高锰酸盐和氨氮指标明显上升,地表水体富营养化程度有所加剧,对水质改善存在一定的“负激励”; 

(3)就政策对各分项指标影响差异的成因可做如下推测,溶解氧的强可观测性是地表水体自净能力得到改善的主要原因,而

高锰酸盐和氨氮指标显著上升则由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度小、监管不到位,以及企业通过寻找目标污染物的替代指标来逃避惩罚

等因素共同造成; 

(4)考察熵权法合成综合水质指标,发现得益于溶解氧指标的实质性改善,在其主导下江苏地表水质整体有明显提升。 

根据以上结论,对水污染治理提出如下建议: 

(1)排污企业偷排偷放、踩踏生态红线源于其对违规惩罚存在较高的机会主义倾向。为此应严格法律责任,加大对环境违法

违规企业的惩罚力度,提高其违法成本。 

(2)我国现行环境治理体制机制存在漏洞,主要体现在微观治理机制与治理手段相对落后。该问题在江苏省各级地方政府水

污染治理有充分体现。水污染主要指标难检查、污染监管难落实,容易滋生执法懈怠。故应积极探索力求实现体制机制创新,完

善污水处理监测指标体系,避免工业企业通过寻找替代排放物来逃避惩罚。 

(3)应强化地方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的主体责任。彻底消除“GDP 优先”观念,杜绝各级政府在生态保护上“说起来重要,喊

起来响亮,做起来挂空挡”的不作为表现。综合采用各类手段健全环保监督机制,多部门合理而治、联防联动,提高污染治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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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对被评为“红色”等级企业污水处理费加收标准不低于0.6元/m3;对被评为“黑色”等级及连续两次(含)以上被评为“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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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等级企业污水处理费加收标准不低于 1.0元/m3. 

2 因篇幅所限,有关细节无法在此给出,如有需要,可与作者联系. 


